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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地理偏远和行政分割,行政边界地区面临污染治理难度增加和治理意愿减弱的双重阻碍,导致其

一直是环境治理的薄弱点,但数字政府为边界地区污染治理创造了条件.本文以省级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为数

字政府建设的政策冲击,利用２０１２—２０２２年地级市空气污染和边界属性数据进行三重差分估计,考察了数字政

府对边界地区污染治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比非边界地区,数字政府对省份边界地区起到显著的污染治

理效果,明确监管责任和施加舆论压力是重要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政府更多通过事前预防达到

治理目的,并且对相邻城市具有溢出效应.此外,本地城市和相邻城市存在治理博弈,表现为只有在双方数字政

府建设水平差距较小时,数字政府才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和溢出效应.本文研究为数字时代政府治理环境污染

提供了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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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环境治理不仅关系到人民健康的福祉,更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

强调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彰显了党和国家在环境治理

问题上的坚定决心.然而,尽管地方政府已经在环境治理方面付出了诸多努力,但由于污染外部性问

题难以根治,行政边界地区的环境治理困境依然突出,阻碍了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１][２].政府在

纠正环境污染的市场失灵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转变政府治理模式是解决污染问题的关键.而

在数字时代,数字政府已然成为转变政府治理模式的重要抓手.
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党和政府就开始推动电子政务发展,在政府机关普及计算机的使用,建设

了“金关”和“金税”等重点业务系统,实现了一些部门的办公自动化和政务信息化,这是数字政府建设

的雏形.随着对政府治理能力要求的不断提高,碎片化的电子政务已经不能满足政府建设的需要,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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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提出了数字政府的理念,以全面推进政府履职和政务运行数字化转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近年来,数字政府已经在建设政务信息系统、开放共享数据和搭建一体化政府服务平

台等方面取得了进展,为政府治理提供了诸多便利.如,在数字政府建设之前,实地调查是主要的监

察手段;在数字政府建设之后,政府可以通过智能监测平台实现远程监控,这降低了监察成本,提高了

治理效率.另外,在数字政府建设之前,信息的联通依赖于上传下达的问询流程;数字政府建设之后,
数据资源不仅在部门间共享,而且可以通过互动平台向公众开放,这降低了信息传递成本,增加了监

管渠道.经验研究也发现,数字政府切实提高了政府治理能力,在抑制腐败[３]、优化营商环境[４]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环境治理是数字政府建设覆盖的重要领域,２０２２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

导意见»(国发 〔２０２２〕１４号)提出“全面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数字化转型”和“打造生态环境综合管理信

息化平台”等举措,旨在以数字政府建设“推进重点流域区域协同治理”.而在经过持续的数字赋能之

后,政府的环境治理能力进一步提高,但能否弥补传统环境治理环节中技术落后和信息互动缺失导致

的监管缺口,进而对边界地区污染起到有效的治理作用,还需进一步验证.本文利用２０１２－２０２２年

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以省级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为数字政府建设的准自然实验,以省边界乡镇面

积占比量化城市边界属性,以空气质量指数表征污染治理状况,运用三重差分方法考察了数字政府对

边界地区污染治理的影响.本文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数字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中作用的理解,为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参考.
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文献是余典范等(２０２３)的研究[２],该文发现数字经济对边界地区的污染治理

具有显著的作用,比传统的环保监察式手段更能触及边界污染的根源.本文在变量设置和模型设计

方面借鉴了该文的做法,但是在研究视角、机制分析和政策建议上都与其有所差异.具体而言,在研

究视角上,该文从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环境治理的视角切入,并不区分各经济主体在发展过程中的

具体作用,本文则从提升数字监管和治理能力的视角切入,聚焦政府主体如何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加

强环境治理能力.在机制分析方面,该文从市场和政府两个角度进行机制分析,而本文更加侧重分析

政府主体的作用.在政策建议方面,该文从运用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则侧重

从建设数字政府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议.总之,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丰富了运用数字化手段治理边界地区污染的研究成果.

此外,与其他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拓展了数字政府经济后果

的研究.当前,以数字政府为主题的文献日益丰富,学者们已经较为详尽地检验了数字政府在抑制腐

败[３]、优化营商环境[４]、提升政府公信力[５]、激发创新创业活力[６]等方面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但是尚

未有文献关注到数字政府对环境治理的影响,本文分析了数字政府在环境治理领域的作用效果和影

响路径,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数字政府的社会效应.第二,丰富了数字政府政策实践的分析视角.现

有文献多从开通政务微博[５]、成立信息惠民国家试点[６]及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７]等政策角度研究

数字政府的建设过程,对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的政策探讨还相对较少,本文梳理了大数据管理机构改

革的政策背景、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为数字政府建设实践提供了具体且有针对性的发展建议.第

三,提供了独特的异质性分析思路.在拓展性分析部分,本文从污染治理的作用阶段、相邻城市的外

溢效应和“本地—相邻”城市的治理博弈三个角度对边界污染治理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进一步丰富了

对边界地区污染治理问题的认识.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支:第一支文献研究了边界地区污染治理的困境和缓解策略,第二支

文献讨论了数字政府建设对政府治理效能的深远影响和作用机制.
(一)边界地区污染治理的相关文献

很多学者关注到污染的“边界效应”,即行政边界地区往往聚集了大量的污染企业,河流污染、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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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污染也远高于行政内部其他地区[８][９].其根本原因在于无法解决由于地理偏远和行政分割导致的

污染外部性难题.具体而言,可以从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两个视角加以解读.从治理能力来看,边界

地区面临更高的监管成本和协调沟通成本,阻碍了责任界定和利益协调,因而治理能力不足可能是边

界污染问题无法根除的原因之一.其中,地理偏远使得边界地区面临更高的监管成本,因为实地调研

的交通成本高昂,导致政府对污染企业的监管力度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降低,而数字技术的使用实现了

远程在线监管,可以有效降低距离造成的监管成本[１０].协调沟通成本则源自地方政府长期存在的

“重竞争、轻合作”的倾向,而中央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对地方政府的合作行为进行持续的协调

和推动可以降低这一成本,如李倩等(２０２２)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项目

中,得益于中央政府的积极介入和有效协调,省际边界地区取得显著的治污效果[１１].
从治理意愿来看,地方政府存在利用污染的负外部性将成本转嫁给相邻城市的动机,因而治理意

愿不足可能是边界污染问题存在的另一个原因[１２][１３].具体表现为地方政府主动放松环保标准,甚至

通过出台优惠政策吸引污染企业在边界地区集聚,进而加剧了跨区域的污染问题,形成了“以邻为壑”
的治理困境[１４][１５].对此,学者们从设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心[１６]、实施河长制[１７]、改革环保监

测监察执法机构[１８]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１９]等角度分析了缓解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加强边

界地区污染治理的解决思路,完善了边界地区污染治理的理论框架,但外部性问题的复杂性使得边界

污染问题始终存在,为后续研究留下了深入探索的空间.
(二)数字政府的相关文献

已有文献从多个角度衡量了数字政府的发展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数字政府在经济活

动中的治理效能.研究主要从政务信息公开、公共数据开放和数字技术应用等角度衡量了数字政府

的发展程度,如以开通政务微博[５]、成立信息惠民国家试点[６]及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７]等准自然实

验作为数字政府的衡量方式,或者以大数据应用程度区分不同城市的数字政府建设水平[２０].关于数

字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治理效能,现有文献发现,数字政府不仅直接提升了政府治理和服务能力,而
且还影响了企业行为模式和区域发展格局,对经济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提升政府治理

和服务能力的角度分析,学者们发现数字政府提高了政务信息的开放程度和政务运行的透明度,能有

效抑制腐败行为[３]、提升政府信任水平[５]以及纠正产业政策的偏差[２１].从影响企业行为模式的角度

分析,数字政府提高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２０],能增加投资效率[２２]、发现新市场机会[２３]、降低非生产

性支出[２４]和激励企业创新[２５].从影响区域发展格局的角度分析,数字政府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
能优化营商环境[４]、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６]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７].

综合分析以上文献发现,边界污染治理与政府监管能力、协调沟通能力和政策制定动机之间存在

密切的关联,因此改变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的政策均有可能对边界地区的污染治理产生影响.
而数字政府建设显著改变了政府的运作模式,一方面提升了政府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改变了政府与

企业、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促使政府治理意愿转变,这直接对应了边界地区污染问题存在的两

个原因.因此,数字政府可能影响边界地区污染治理效果.然而,目前尚未有学者关注到数字政府对

边界地区污染治理的具体影响,本文补充了这一研究视角,以期丰富边界污染治理和数字政府建设两

方面的文献.

三、政策背景、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政策背景

数字政府建设是政府治理与数字技术结合的过程,对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党和政府就开始部署数字政府建设工作,经过３０多

年的努力,数字政府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从面向重点经济领域的信息系统建设到面向各个领域的

“互联网＋政务服务”,从部分政务信息公开到更全面的公共数据开放,从单一的政务信息网站建设到

集约化一体化的政务信息平台建设,其内容不断丰富,形式不断创新,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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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府建设仍有进步的空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２０２２〕１４
号)强调,当前数字政府存在“顶层设计不足,体制机制不够健全”等突出问题,未来应把“顶层设计更

加完善、统筹协调机制更加健全”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主要目标.
在数字政府建设实践中,为解决“顶层设计不足,体制机制不够健全”的问题,地方政府开始了

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的试点政策,旨在成立专门的部门,将原本分散于省级发改委、经信(委)厅、
办公厅等多个部门的职能整合起来,统筹协调大数据管理和政府信息化建设的各项工作,改变部

门间各自为政、缺乏协调的局面,从而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具体到环境治理领域,大数据管

理机构改革可能会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通过统筹协调,大数据管理机构既可以更有效地

制定大数据发展规划,提高数字技术的使用效率,又能够实现政务数字化设施共建共享[２６],降低多

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本,从而环保部门可以更有效地借助其他部门的信息和技术,高效地完

成污染治理工作.另一方面,大数据管理机构的一些重要职能围绕释放数据资源的价值展开,包
括制定大数据法规、开放政府数据资源等[２７],这些工作促进了环境数据公开,增加了公众参与,有
助于通过舆论监督向政府施加环境治理压力,提高政府治理的积极性.

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瞄准了当前数字政府建设的目标,并且能够对环境治理领域产生积极影

响,因此本文以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准自然实验.２０１８年之前,仅有部分省

份开展了组建大数据管理机构的探索,例如,２０１４年广东省率先成立了广东省大数据管理局,

２０１５年贵州省和浙江省分别成立了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和浙江省数据管理中心.２０１８年１０
月中央发布第八轮省级机构改革方案后,各地政府开始积极组建或者调整大数据管理机构,这项

改革的进程才得以迅速推进.截至２０２１年底,包括福建、江西、山东、上海、江苏、河南等超过２０
个省级行政单位参与了大数据管理机构的改革.各省份大数据管理机构成立时间的差异也为本

文构建准自然实验提供了可能.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１．数字政府与明确监管责任

鉴于传统现场调查的监管模式对人力、物力及财力的高度依赖,环保部门的监管效能往往随

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减弱,导致行政边界地区更容易成为监管盲区[１１].在这种情况下,监管责任

的界定变得复杂且困难,地方政府间容易相互推脱责任,难以达成有效的污染治理共识,这可能是

边界污染问题难以解决的客观因素.然而,数字政府能通过数字技术应用和数据共建共享等途径

明确监管责任,降低监管成本和协调沟通成本,为协同共治创造客观条件,从而实现对边界地区的

污染治理.第一,大数据管理机构加强了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提高了数字

技术的应用效率,使得政府能够借助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和算法对采集的海量环境数据进行分析

和挖掘,从冗杂的信息中找到界定污染责任的有效证据[２８].例如,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对监测到

的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发现污染源的特征和扩散规律,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模拟污染物的扩散过程,
判断污染的趋势,这些均有助于精准识别并快速定位各类环境污染的源头,破解边界地区监管责

任难以界定的难题.第二,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还改善了各自为政的数字政府建设局面,加强了

部门间数据流通体系的建设,使得数据得以在政府部门之间进行流通和共享,为跨部门协作提供

便利,加快了对边界地区污染治理的决策[２６].例如,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之后,由大数据管理机构

统筹协调数据开发和资源利用,打造一体化、集约化的信息平台,既解决了政府信息部门重复建设

的问题,提高了数据治理的效率,又实现了部门之间的信息联通[２１],打破了环保部门与气象、水利、
自然资源、统计等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使得环保部门可以整合环境信息,对边界地区监管责任划

分做出更科学、高效的判断.

２．数字政府与施加舆论压力

为了平衡经济发展目标和环境治理任务,地方政府存在将排污成本转嫁给相邻城市的动机[２９],
同时,行政边界地区远离经济和人口中心,其环境治理信息难以被公众捕捉,在公众监督方面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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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势[１２][１３],这些均放任甚至助长了“以邻为壑”的排污模式,是边界污染问题难以解决的主观因素.
然而,数字政府能打破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孤岛,吸引公众关注并参与到环境监督中,向政府施加

舆论压力,倒逼地方政府加强对边界地区污染的治理力度,从而实现对边界地区污染的有效治理.第

一,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促进了环境保护数据的开放,公众可以从政府渠道获取大量环境治理数据和

环境保护政策,了解边界地区污染和治理现状,这增加了公众监督的可行性[３０].例如,江苏省数据局

网站公布的«江苏省公共资源交易目录»(２０２４年版),将生态保护、污染物处理、排污权交易等环保数

据纳入公共数据交易平台,提高了环保数据的开放程度;江苏省数据局还组织开通了１２３４５“苏晓”政
务问答台,可以在线解答公众对环保问题的疑惑,进一步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第二,大数据管理机

构改革促进了“互联网＋政务”平台的建设,保障了公众建言献策和投诉举报的权利,能更高效地传达

公众对环境治理的诉求,从而提高政府治理边界地区污染的意愿[３１].例如,大数据管理机构为环保

部门提供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引导和技术支持,在环保局的官网上增设并优化了民意征集和咨询投诉

专栏,畅通了公众监督的渠道,促使环保部门在环境治理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１:数字政府对边界地区污染产生治理效应;

H２:数字政府通过明确监管责任实现对边界地区污染的治理;

H３:数字政府通过施加舆论压力实现对边界地区污染的治理.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

本文以２０１２－２０２２年地级市为研究样本,涵盖了各省级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前６期和后４期的

信息,适用于检验数字政府最近十年的治理效应.其中,空气质量指数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数

据库(CNRDS),边界数据由行政边界矢量数据经 Arcgis软件手工测算得到,城市经济、人口和面积

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湿度数据来自中国地面气候资料日值数据集 V３．０,其他气候数据来

自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参考现有研究的做法,用线性插值法补充缺失的控制变

量,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１％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包含２８６个城市的２８６２个观测值.
(二)模型构建

本文以省级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准自然实验,并参考余典范等(２０２３)的思

路[２],考察政策冲击与城市边界属性的交互作用,设立如下三重差分模型:

AQIi,t＋１＝β０＋β１DGi,t×borderi＋β２DGi,t＋γXi,t＋θZi,t＋μi＋ρt＋εi,t (１)
式(１)中,下标i代表城市,t代表年份.AQIi,t＋１是被解释变量,由城市下一年度的空气质量指数

衡量.DGi,t×borderi为数字政府(DGi,t)与城市边界属性(borderi)的交互项,是核心解释变量.

DGi,t是省级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的政策变量,Xi,t是城市控制变量,Zi,t是相邻城市控制变量.μi、ρt

和εi,t分别指代城市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和随机扰动项.城市边界(borderi)属于截面数据,其与

政策时点交互的变量和与处理组交互的变量都被城市固定效应吸收.本文使用聚类在城市层面的标

准误.β１衡量了数字政府对边界地区污染治理的影响,是本文最关注的回归系数.
(三)变量设定

１．被解释变量.本文主要研究数字政府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原因在于,空气污染的发生不依赖于

河流等地理特征,而水污染主要发生在流域内,因而在研究边界污染时,空气污染比水污染更具普遍

性,也更能增强不同城市之间的可比性.参考李倩等(２０２２)的研究[１１],本文选用下一年度的空气质

量指数(AQI)衡量环境污染变量,由日度数据取均值得到,AQI越大表明污染状况越严重.此外,本
文还采用各城市空气质量指数与省份均值之差、空气质量指数的中位数、中度污染以上的天数等多个

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２．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是数字政府与城市边界属性的交互项(DG×border).其中,DG
２０１



是数字政府的衡量指标,参考孟元等(２０２４)的做法[２１],以２０１８年以后的省级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作

为政策冲击,如果各城市i所在省份在t年及以后年份成立了大数据管理机构,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border是城市边界属性,借鉴余典范等(２０２３)的思路[２],由省份边界相邻乡镇面积占城市面积的比

重衡量.border的数值分布在０~０．７４９之间,数值越大,表明城市的边界属性越强.不同于余典范

等(２０２３)的做法[２],本文对非边界城市赋０值而非直接删除,这样设置的合理性在于,使用全样本可

以在回归结果中进行边界城市和非边界城市的比较,更全面地分析数字政府建设的污染治理效果如

何因城市边界属性产生差异.值得探究的是,在未删除非边界城市样本的情况下,本文计算的城市边

界属性的均值为０．１４２,还高于余典范等(２０２３)报告的０．１０３的均值[２],这实则令人疑惑.可能的原

因有两点:一是两篇文章的核心解释变量以及数据来源不同,使得参与回归的样本存在差异,造成样

本组合的均值不可比,这是正常处理样本之后的结果,不会影响本文的结论;二是计算细节不同造成

了测量误差,使得不同作者计算出的数据不可比,然而就本文要研究的问题而言,更重要的是刻画不

同城市之间边界属性的差异,并非赋予每个城市精确的边界属性数值,因此理论上只要本文计算的数

据在城市间是可比的,便不会影响本文的结论.当然,为了避免测量误差过大干扰回归结果,本文还

采用了与省边界相交的长度占周长的比例作为城市边界属性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３．控制变量.借鉴相关研究的做法[２][１１],本文从经济社会、气候特征等方面控制了可能影响空气

污染的因素.其中,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GDP)、第二产业占比(structure)和金融发展水平

(loan);社会因素包括城市面积(area)和人口(population);气候因素包括气温(temperature)、降水

(rainfall)、湿度(humidity)和风速(wind).此外,由于空气污染具有较强的空间流动性特征,本文还

控制了相邻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GDP_nearby)、第二产业占比(stru_nearby)、气温(temp_nearby)、
降水(rain_nearby)、湿度(humi_nearby)和风速(wind_nearby).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１
所示.
　表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AQI 空气质量指数 下一年度空气质量指数/１００ ２８６２ ０．７０９ ０．２８２ ０．２１４ ５．０００

DG×border
数字政府与城市边界属
性的交互项

数字政府×城市边界属性 ２８６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９１ ０．０００ ０．４６８

DG 数字政府
城市所在省份在当年成立大数据管
理机构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２８６２ ０．３１１ ０．４６３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border 城市边界属性 与省份边界相邻乡镇的面积/城市面积 ２８６２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１ ０．０００ ０．７４９
GDP 经济发展水平 城市 GDP的对数 ２８６２ １６．７３３ ０．９４２ １４．５４８ １９．１８６
structure 第二产业占比 第二产业产值/GDP ２８６２ ０．４３９ ０．１０４ ０．１６２ ０．７０６
area 城市面积 行政面积的对数 ２８６２ ９．４１１ ０．７８３ ７．４３９ １１．６７１
population 城市人口 年均人口的对数 ２８６２ ５．９０５ ０．６９８ ３．６１１ ７．２６１
loan 金融发展水平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 ２８６２ １．１３２ ０．６０６ ０．３８１ ３．５６９
temperature 气温 城市年度气温的对数 ２８６２ ２．６１９ ０．４３０ ０．９９７ ３．１８１
rainfall 降水 城市年度降水的对数 ２８６２ ６．９４１ ０．５１５ ５．３４５ ７．８５５
humidity 湿度 城市年度湿度的对数 ２８６２ ４．２３９ ０．１５８ ３．７３４ ４．４４６
wind 风速 城市年度风速的对数 ２８６２ １．５６３ ０．１９５ １．０９２ １．９９２
GDP_nearby 相邻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相邻城市 GDP的均值取对数 ２８６２ １６．７８７ ０．６９４ １４．５３３ １８．４５８
stru_nearby 相邻城市第二产业占比 相邻城市第二产业占比的均值 ２８６２ ０．４３６ ０．０７８ ０．１８４ ０．６９６
temp_nearby 相邻城市气温 相邻城市年度气温的均值取对数 ２８６２ ２．６１６ ０．４２５ ０．９８２ ３．１７６
rain_nearby 相邻城市降水 相邻城市年度降水的均值取对数 ２８６２ ６．９４５ ０．４９５ ５．３０４ ７．８１３
humi_nearby 相邻城市湿度 相邻城市年度湿度的均值取对数 ２８６２ ４．２４０ ０．１５２ ３．７３４ ４．４３４
wind_nearby 相邻城市风速 相邻城市年度风速的均值取对数 ２８６２ １．５６０ ０．１５１ １．１０８ １．９８４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２展示了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第(１)列仅加入三重交互项和数字政府变量,第(２)(３)列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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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经济社会因素、城市气候因素,第(４)列还加入相邻城市的经济和气候因素,结果显示三重交互项

的估计系数均在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数字政府对城市污染的治理效果随城市边界属性

的增加而强化.在城市边界属性不变的前提下,数字政府的建设使得环境污染变量下降０．１３０,相当

于均值的１８．３４％(０．１３０/０．７０９),表明数字政府对边界地区污染治理的经济意义同样显著,验证

了 H１.
　表２ 数字政府对边界地区污染治理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AQI AQI AQI AQI

DG×border
０．１２９∗∗ ０．１３９∗∗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０∗∗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１)

DG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经济社会因素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城市气候因素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相邻城市控制变量 否 否 否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８６２ ２８６２ ２８６２ ２８６２

R２ ０．８３２ ０．８３４ ０．８３６ ０．８３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是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下表同.

(二)平行趋势检验

采用三重差分估计的前提是处理组和对照组的被解释变量在政策发生之前具有相同的趋势.借

鉴王性玉等(２０２３)的做法[３２],采用事件研究法的思路,构建式(２)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AQIi,t＋１＝α＋βk∑k＝４
k＝－６;k≠－１DGi,k×borderi＋β５DGi,t＋γXi,t＋θZi,t＋μi＋ρt＋εi,t (２)

式(２)中,政策实施前６期的样本较少,将其与第６期归并.k表示取值为－６至４(以政策实施

前第一期为基准值,故k不包含－１),表示距离政策实施的时期.其余各项定义与式(１)相同.表３
展示了平行趋势检验的结果,发现省级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之前的６期估计系数均不显著,仅在冲击

发生之后的第３、４期回归系数呈现出显著下降的趋势,表明平行趋势假设成立.
　表３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变量 ave_AQI 变量 ave_AQI 变量　　 ave_AQI

pre６
０．２４７
(０．３５０) current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４) DG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８)

pre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７５) post１

０．０９５
(０．０６３)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pre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５９) post２

０．１０７
(０．０６６)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是

２８６２

pre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５８) post３

０．１１５∗

(０．０６６)
R２ ０．８３９

pre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３) post４

０．１８１∗∗

(０．０８２)

(三)稳健性检验

１．替换关键变量.空气污染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时效性,为避免年度均值损失污染评价的关键

信息,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城市AQI与省份均值之差、AQI的中位数、空气中度污染的天数重新

进行检验,结果如表４第(１)~(３)列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本文的估计结

果不受空气污染变量衡量方式的影响.另外,为避免测量误差干扰回归结果,本文采用两种方式替换

核心解释变量:一是以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作为数字政府的政策冲击[７],二是用与省边界线相交的

长度占周长的比例替换城市边界属性变量,结果如表４第(４)(５)列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

显著为负,表明本文的估计结果不受数字政府和城市边界属性变量衡量方式的影响.以上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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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关键变量之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２．替换样本.为避免异常值干扰,本文删除了部分特殊样本后再次检验,具体操作如下:一是因

直辖市的经济功能、污染治理、边界属性等方面都与其他城市存在明显差别,故删除直辖市样本;二是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导致部分地区停工停产,可能对结果产生干扰,故删除２０１９年之后的样本;三是位

于国界线的城市还面临复杂的国际因素的影响[２９],故删除与邻国接壤的城市样本.估计结果如表４
第(６)~(８)列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本文的估计结果不受特殊样本的干

扰,即替换样本之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表４ 稳健性检验Ⅰ

变量

(１) (２) (３)
替换被解释变量

城市污染与
省份均值之差

AQI的
中位数

中度污染
的天数

(４) (５)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政府数据
开放平台

与省边界相
交的长度占
周长的比例

(６) (７) (８)
替换样本

删除
直辖市

删除２０１９
年之后
的样本

删除与邻
国接壤
的城市

DG×border
０．０８８∗∗ ０．１１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８６∗ ０．０７９∗ ０．１１８∗ ０．１７０∗∗ ０．１１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７) (０．０６３) (０．０７７) (０．０６５)

DG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８６２ ２８６２ ２８６２ ２８６２ ２８６２ ２８１８ ２００４ ２６４９

R２ ０．５６８ ０．８１２ ０．６０７ ０．８３７ ０．８３７ ０．８３７ ０．８２１ ０．８２９

３．排除其他政策影响.本文考虑了同时期三项竞争政策的影响并进行排除性检验:一是考虑到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促进地区数字技术的应用,对污染排放产生影响,故在回归中对“宽带中国”
的政策变量进行控制,以剔除其潜在的干扰作用;二是自２０１４年起,长三角区域开展了大气污染防治

协作,可能对本文结果产生干扰,故删除长三角三省一市样本,以确保结果的独立性和准确性[１１];三
是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中央政府陆续批复了江苏、天津、浙江等１２个地区作为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
这可能会对空气质量产生直接影响,故在回归中对这一政策变量进行控制,以剔除此项政策的干

扰[３３].结果如表５第(１)~(３)列结果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排除以上政

策的影响之后数字政府对边界地区污染的治理效应依然存在,进一步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表５ 稳健性检验Ⅱ

变量

(１) (２) (３)
排除其他政策影响

宽带中国
大气污染
联防联控

排污权
交易试点

(４) (５)
安慰剂检验

以机构改革之
前设立的数据
机构作为冲击

政策提
前３期

DG×border
０．１３０∗∗ ０．０９３∗∗ ０．１３０∗∗ ０．０８２ ０．１９７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６１) (０．１０３) (０．１３３)

DG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８６２ ２４４８ ２８６２ １４３２ １４３２

R２ ０．８３８ ０．８７５ ０．８３８ ０．８０３ ０．８０４

４．安慰剂检验.本文采用三种方式进行安慰剂检验:一是仅保留２０１８年之前的样本,并以在大

数据管理机构改革之前就成立了大数据管理机构的贵州、浙江和广东为试点样本进行检验,表５第

(４)列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不显著,验证了本文试点设置的合理性;二是仅保留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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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前的样本,并将试点政策提前３期,表５第(５)列结果显示,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对２０１８年之前

的样本无显著影响,支持基准回归的显著性结果确由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所致;三是采用置换检验的

方法,对数字政府(DG)这一冲击随机抽样５００次得到伪估计系数β
︿
１的概率密度分布图(图１),结果发

现β
︿
１集中分布在０侧附近,且基准回归的估计系数在β

︿
分布中属于异常值,表明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

对边界地区污染的治理效应具有统计意义,非偶然因素所致.

图１　概率密度分布图

六、机制检验和拓展分析

(一)机制检验

１．明确监管责任.理论上,数字政府能够通过明确监管责任降低边界地区污染,本文对其进行验

证.由于监管责任难以直接度量,故此处采用分样本回归进行检验.其一,如果该机制成立,对于事

前监管责任不明确的地区,政策效果应该更为显著.为对环境污染进行有效监督管理,生态环境部自

２００７年起公布了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对这些企业采取了包括安装自动监控系统、现场执法检查、
公布排污信息等在内的多项监控措施,相比之下,这些企业更容易被追责,因此,对于拥有较多国家重

点监控企业的地区,环保监管责任更为明确[３４].基于此,本文计算了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各城市国家重点

监控企业的年均数量① ,并以均值为依据,将各城市划分为政策实施前监管责任明确的地区和监管责

任不明确的地区,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考虑到重点监控企业通常是高排污企业,重点企业的数量多

可能意味着地区污染水平高和治理难度大,从而对检验逻辑造成干扰,本文根据均值将样本划分为城

市污染水平高和城市污染水平低两组,仅用城市污染水平高的样本检验“明确监管责任”的机制.在

缩小了城市空气污染水平差距的情况下,用“重点监控企业数量”作为责任明确与否的判断,以降低对

“重点监控企业的数量多可能意味着当地的污染问题更加严重”这一问题的质疑.表６第(１)(２)列结

果显示,数字政府对边界地区污染的治理效应在事前责任不明确的地区更加显著,并且通过了组间差

异检验,验证了明确监管责任的机制.其二,本文还将空气污染追责成本作为衡量明确监管责任的标

准,为明确监管责任的机制提供补充证据.理论上,如果数字政府通过明确监管责任的机制降低了空

气污染,那么数字政府应对空气污染追责成本高的地区具有更显著的政策效果.具体而言,长三角城

市群是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示范区域,其空气污染的责任分担机制较其他地区更完善,空气污染的追

责成本相对其他城市低[１１],因此,以长三角地区作为追责成本低的样本,再剔除实施过类似政策的京

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将剩余城市作为追责成本高的样本.为了避免环境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对验证机制的干扰,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分组检验,以增加样本的可比性.表６第

(３)(４)列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对边界地区污染的治理效应在追责成本高的地区更显著,并且通过了组

间差异检验,这一结果也表明数字政府可以通过明确监管责任实现边界地区污染治理.以上结果验

证了 H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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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 机制检验:明确监管责任

变量

(１) (２) (３) (４)

责任明确 责任不明确 追责成本低 追责成本高

AQI AQI AQI AQI

DG×border
０．０９５ ０．１９７∗ ０．２６０ ０．２７１∗∗∗

(０．１１８) (０．１１０) (０．２３０) (０．０９９)

DG
０．０７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组间差异检验p值 ０．０４ ０．０１
观测值 ５１４ ６７９ ３６１ ５２４

R２ ０．８２０ ０．６７７ ０．７３６ ０．８８６
　　注:基于似无相关模型进行组间差异检验,下表同.

２．施加舆论压力.理论上,数字政府能够通过施加舆论压力降低边界地区污染水平,本文对其进

行验证.借鉴吴力波等(２０２２)的做法[３５],采用雾霾百度搜索指数(attention１)和环境污染百度搜索

指数(attention２)衡量公众环境关注度.公众环境关注度越高,表明地方政府受到污染治理的舆论

压力越大.表７第(１)(２)列结果发现,数字政府与边界地区的交互项(DG×border)对雾霾百度搜索

指数(attention１)和环境污染百度搜索指数(attention２)的影响分别在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数字政府显著促进了边界地区的环境关注度,可以通过增加舆论压力增强政府治理边界地区污

染的意愿.以上结果验证了 H３.
　　表７ 机制检验:施加舆论压力

变量
(１) (２)

attention１ attention２

DG×border
０．１１６∗∗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７)

DG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２８６２ ２８６２

R２ ０．９１０ ０．９６４

(二)拓展分析

１．数字政府治理污染的作用阶段.环境治理一

直是学界重点关注的话题,学者们经过诸多讨论之

后对多种途径相结合的治理思路已达成共识,环境

治理不能仅依靠行政命令型的一刀切手段,还需要

借助市场交易型等缓和的方式达到综合治理目的,
既要加大事后惩罚力度,又要通过事前监管降低治

理成本.本文进一步思考数字政府治理污染的作用

阶段,即数字政府能在污染发生之前就阻断污染、防
患未然,还是通过增加行政处罚来实现被动减排?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检验了数字政府对城市环

境处罚的影响,其中,环境处罚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数据库(CNRDS).表８第(１)(２)
列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对边界城市年度环境处罚数量(punish_case)和年度环境处罚金额(punish_

money)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表明数字政府并非通过行政处罚达到治理目的,而是在污染发生

之前便有效地阻断了污染行为,达到了防患未然的效果,意味着数字时代为政府进行环境治理提

供了更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２．数字政府对污染治理的溢出效应.上文分析验证了数字政府对本地城市的污染治理效应,
然而空气污染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相邻城市之间可能互相影响.那么,数字政府能否对相邻城市

的污染治理产生溢出效应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检验了核心解释变量对相邻城市污染治理

的影响.一是采用基准回归的样本,将式(１)中的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所有相邻城市空气质量指数

的均值(ave_AQI_nearby)进行检验,二是将基准回归的样本替换为“本地－相邻”的城市对样本,
检验本地城市对每个相邻城市空气质量指数(AQI_nearby)的影响,相邻城市相关的控制变量也用

每个相邻城市的具体值替换均值,如式(３)所示,其中下标i指代本地城市,j指代相邻城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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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如表８第(３)(４)列所示,数字政府可以显著降低相邻城市的污染,表明数字政府对环境治理

具有溢出效应.

AQI_nearbyj,t＋１＝β０＋β１DGi,t×borderi＋β２DGi,t＋γXi,t＋θZj,t＋μi＋ρt＋εi,t (３)
　表８ 拓展分析:作用阶段与溢出效应

变量

(１) (２)

作用阶段

punish_case punish_money

(３) (４)

溢出效应

ave_AQI_nearby AQI_nearby

DG×border
１．５１２∗∗ ４．５２８∗ ０．０８３∗∗ ０．０６９∗∗

(０．７２８) (２．６８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３)

DG
０．０９６ ０．７１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１７４) (０．６２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８６２ ２８６２ ２８６２ １３８２０

R２ ０．６２４ ０．６４３ ０．９２０ ０．７８６

３．数字政府背景下本地城市和相邻城市的治理博弈.由于行政分割,省边界城市之间难免存在

治理博弈,数字政府背景下这种治理博弈表现为何种形式? 分析这个问题有助于深入理解数字时代

边界地区污染治理的新困境并及时加以调整.本文从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差异角度解读“本地—相邻”
城市对之间的治理博弈局面.表９中继续延用式(３)的设定,第(１)~(４)列展示了按照相邻城市数字

政府建设水平划分的分样本回归结果,其中,如果相邻城市属于试点城市则划分为高数字政府建设水

平样本,否则为低数字政府建设水平样本,因为数字政府数据仅在省份层面存在差异,所以此处仅保

留了不同省份相邻城市的样本.结果显示,只有在相邻城市的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较高时,数字政府对

边界地区的污染治理效应及溢出效应才显著,并且通过了组间差异检验.可能的原因是,数字政府建

设水平的差异造成省份边界城市之间存在信息壁垒,当相邻城市和本地城市的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均

较高时,由于数字技术应用和数据公开程度更接近,双方的信息壁垒较低,不仅便于相互监督,而且更

容易通过谈判分担责任,实现污染共治;而当相邻城市的数字政府水平较低时,本地城市加强数字政

府建设后会因为数字技术和数据优势掌握更多的信息,由于行政分割,此时本地城市存在隐藏不利信

息的动机,同时处于信息弱势的相邻城市一方也有动机怀疑本地城市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双方实则陷

入“囚徒困境”,数字政府的污染治理效应和溢出效应均受到削减.
　表９ 拓展分析:“本地－相邻”城市间的治理博弈

变量

(１) (２) (３) (４)

相邻城市的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低 高 低 高

AQI AQI_nearby

DG×border
０．１０８ ０．１２４∗∗ ０．１６０ ０．１８９∗∗∗

(０．１１１) (０．０５６) (０．１１８) (０．０６５)

DG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组间差异检验p值 ０．０３ ０．０１
观测值 １２０４ ３１３４ １２０４ ３１３４

R２ ０．８７６ ０．８７０ ０．８１３ ０．７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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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由于地理偏远、行政分割等原因,行政边界地区的污染治理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这一困境

也深刻反映出政府在治理能力上的局限和治理动力上的不足.然而,随着数字政府建设进程的推进,
政府的治理模式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为破解边界地区污染治理的僵局开辟了新路径.本文利

用２０１２－２０２２年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以省级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为数字政府建设的准自然实

验,以省边界乡镇面积占比量化城市边界属性,以空气质量指数表征污染治理状况,实证检验了数字

政府对行政边界地区污染的治理效果,并对影响机制、作用阶段、溢出效应、相邻城市之间的治理博弈

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数字政府对省边界地区环境污染的治理效应随着边

界属性的增加而强化.在经过更换被解释变量、更换核心解释变量、调整样本、排除其他政策影响、安
慰剂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第二,数字政府能通过明确排污责任提高政府

对边界污染的治理能力,以及通过施加舆论压力增强政府对边界污染的治理动力.这一作用效果通

过事前监管发挥作用,还能对相邻城市产生溢出效应.第三,本文进一步讨论了本地城市和相邻城市

之间存在的治理博弈后发现,只有在双方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差距较小时,数字政府才具有显著的治理

效应和溢出效应.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继续推进和深化数字政府改革,通过加强

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来进一步提高政府治理能力.虽然数字政府建设已经取得诸多成绩,但目前

依然存在各自为政、缺乏协调的问题,阻碍了数字政府治理效能的进一步提高.对此,地方政府应

瞄准数字政府建设的主要目标,通过推动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等政策加强数字政府的顶层设计,
在统筹规划的前提下合理有序地开展数字政府建设工作.第二,积极探索数字手段在环境治理中

的创新应用,利用数字政府建设的契机缓解边界地区污染治理困境.一方面,应加强对大数据等

数字技术在边界地区的使用力度,通过高效的信息采集、精准的数据分析以及跨部门的协同联通,
明确边界地区污染责任归属,为跨区域环境治理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政府应充分利

用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主动向公众披露边界地区的环境信息,并通过在线留言、投诉热线等方式为

公众建言献策和投诉举报提供便利,甚至还可以将公众的诉求纳入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以
强化地方政府对公众舆论压力的重视.第三,深入了解地方政府之间的治理博弈规律,在准确把

握政府治理动机的基础上协调边界城市的污染治理工作.为避免相邻城市因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的差异而陷入“囚徒困境”,国家数据局应发挥引领作用,鼓励并支持地方政府建立数据交换与共

享机制,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协同监管与治理.中央政府也应积极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的沟

通协作与信息共享,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责任分担机制与激励机制,推动形成污染治理的共识与

合力,从而提升污染治理的效果.

注释:

①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数据库(CN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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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GovernmentandPollutionControlinBorderAreas
ZHANG Wenwen　JING Wei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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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etogeographicalremotenessandadministrativedivision,administrativeborderareas
facedualobstaclesofincreaseddifficultyinpollutioncontrolandweakenedwillingnesstocontrol,
whichhavealwaysbeenweaklinksinenvironmentalgovernance．However,digitalgovernmenthas
createdconditionsforpollutioncontrolinborderareas．Thisarticleexaminestheimpactofdigital
governmentonpollutioncontrolinborderareas,takingthereformofprovincialbigdatamanageＧ
mentinstitutionsasapolicyshockfordigitalgovernmentconstruction,andcombiningtripledifferＧ
enceestimationwithairpollutionandboundaryattributedataofprefecturelevelcitiesfrom２０１２to
２０２２．Theresearchresultsindicatethatcomparedtomainlandcities,digitalgovernmentshavea
significantgovernanceeffectonpollutioninprovincialborderareas,andclarifyingregulatoryreＧ
sponsibilitiesandexertingpublicopinionpressureareimportantinfluencingmechanisms．FurtheraＧ
nalysisrevealsthatdigitalgovernmentachievesgovernancegoalsmorethroughproactivemeasures
andhasspillovereffectsonneighboringcities．Inaddition,thereisagovernancegamebetweenlocal
citiesandneighboringcities,which manifestsassignificantgovernanceandspillovereffectsof
digitalgovernmentonlywhenthereisasmallgapinthelevelofdigitalgovernmentconstructionbeＧ
tweenthetwosides．Theresearchconclusionprovidespolicyinsightsforthegovernmenttoaddress
environmentalpollutioninthedigita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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